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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科技金融视角，通过建立投入导向的BCC-DEA模型和Malmquist生产率指数，对2006—2015年中国30个省、区、市科技成果产业化效率进行动态和静态全面分析，并利用Tobit回归模型探析影响科技成果产业化效率的关键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中国科技成果产业化效率整体水平不高，且地区间差异明显；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变化均对科技成果产业化效率具有推动作用；政府支持力度、科技人员素质、金融中介发展水平和科技创新能力均对科技成果产业化效率具有显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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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inance, this paper makes a comprehensive dynamic and static analysis of the industrialization efficiency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chievements in 30 provinces, regions and cities of China from 2006 to 2015 by establishing an input-oriented BCC-DEA model and Malmquist productivity index，Tobit regression model is used to analyze the key factors that affect the industrialization efficiency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chievement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overall level of industrialization efficiency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chievements in China is not high, and there are obvious differences between regions, technological progress and technological efficiency changes have a role in promoting the efficiency of industrialization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chievements; the strength of government support, the quality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personnel, the level of development of financial intermediaries and the ability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ll have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efficiency of industrialization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chiev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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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正由高速增长阶段转为高质量增长阶段，科技创新的战略地位显著提升。根据“两个百年”目标，至2035年中国将跻身世界创新型强国行列，同时国家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大幅跃升，科技进步贡献率将达到70%以上，实现科技强国、质量强国的战略目标。习近平主席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有调研结果显示[1]补著录文献来源！：2017年中国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达到1.75万亿元，比2012年增长70%；研发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2.12%；科技进步贡献率相比2016年度由52.2%提高到57.5%。如何加快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实现创新创业高质量发展，从而使科学技术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是中国现今亟待解决的问题。因此，全面合理评价中国科技成果产业化效率及其影响因素具有重要意义。
1 相关文献回顾及评述
针对科技成果产业化的研究，国内外学者多考察其政策制定、影响因素及各部门协调关系的问题。贝尔纳[2]的科学学理论中涵盖的科技成果产业化思想指出，大科学时代科技成果产业化发展需要建立有效协调各部门的运行机制，科技成果产业化进程的推进不仅需要科技发展作为基础，还需要政府、公众及社会多部门的共同支持。科技发展的根本目的是科技成果产业化。Palii[3]研究了提高科技转化效率的机制要素，并确定了科技转化各阶段的障碍以及克服这些障碍的办法；杜金珉[4]利用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和PVAR模型探究了金融发展对于科技成果转化促进作用的区域异质性问题，其中东部地区科技成果转化的反馈效果优于其他地区，积累效应明显且稳定，中、西部地区的反馈效果较弱；聂有福等[5]则通过聚类分析得出长三角地区科技成果转化的四项基础，即以企业为主体、政府支持、发挥高校自主权和完善创业投融资服务，并指出中国科技服务业虽发展迅速，仍存在科技成果“大而不优”、投资机构“多而不强”的问题。
近年来中国积极推进和实施科技金融政策。赵昌文等[6]在将科技金融定义为：科技金融是促进科技开发、成果转化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一系列金融工具、金融制度、金融政策与金融服务的系统性、创新性安排，是由向科学和技术创新活动提供金融子卷的政府、企业、市场、社会中介机构等各种主体，及其在科技创新融资过程中的行为活动共同组成的一个体系，是国家科技创新体系和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伴随资本市场的逐步完善和科技发展的需要，国内外学者将研究视角逐步聚焦于科技与金融两者的关系。熊皮特[7]首次提出创新理论并将创新引入生产要素中，强调创新及技术革新在长期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Saint- Paul[8]的研究显示，金融多元化有利于降低科技企业的研发风险。Strassmann[9]通过考察拉丁美洲部分国家，总结出贫穷国家的技术发展受制于4个因素：技术涵盖领域、国内和国外信息交流平台、技术动力与经济结构。刘湘云等[10]通过对广东省各地进行实地调研，基于量化的结果评价科技金融政策对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作用效果，指出企业创新产出并不能直接作用于经济发展与金融发展，而是通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和劳动力生产率的间接路径促进经济发展。温小霓等[11]基于系统动力学模型探究科技金融对于科技发展的支持效果，实证结果表明科技金融政策的实施有力促进了科技发展，同时政府科技金融的政策实施效果要优于独立资本市场融资对于科技发展的影响效果。黄继忠等[12]使用DEA方法测量了中国东、中、西三大区域科技创新效率，研究结果表明中国整体科技创新效率在观察期内提升较大，科技金融政策实施对科技创新的发展具有促进作用，政府支持力度对西部的科技产出效果影响显著大于东、中部地区。张兴旺等[13]从政府政策扶持、风险担保机制、多层次资本市场及风险投资市场等角度将国内外科技金融发展模式进行对比，指出中国科技金融的推进仍旧以政府政策扶持为主，资本市场的融资效果仍不明显。叶蜀君等[14]分别建立固定效应模型和动态面板模型考察中国各地区金融结构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效果，研究结果显示股票市场和银行信贷融资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均具有区域异质性。
综上所述，近年来学者多聚焦于金融如何服务于科技发展和如何实现科技成果产业化，较少立足于中国发展现状，从科技金融政策实施角度考察其对于科技成果产业化的整体影响效果。目前中国已步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经过多年政策实践，金融系统与科技系统之间的摩擦趋于弱化，金融部门已能较好地服务于科技创新发展，科技领域的成果亦能较好地反馈于金融部门，所以，将两部门融合为科技金融系统有助于深入分析科技金融政策对科技成果产业化影响的趋势及效果，也有助于推进科技成果向产业化进程快速转化、有效服务于实体经济目标。
本文基于科技金融视角，以2006—2015年省级面板数据作为研究对象，选用投入导向的DEA-BCC模型和Malmquist生产率指数对中国科技成果产业化效率进行动态和静态的全面分析，并利用Tobit回归模型探析影响科技成果产业化效率的关键因素，以期为国家实施科技金融政策、提高科技成果产业化效率提供决策依据。
2 研究方法与理论模型
2.1静态效率评价模型
目前，效率研究的方法主要包括数据包络分析法（DEA）和随机前沿分析法（SFA）等，DEA和SFA两种方法各有优缺点，学术界对于两者孰优孰劣尚无定论。根据科技成果产业化效率多投入多产出以及难以确定投入产出函数关系等特性，并考虑SFA法在测度效率的过程中需要建立具体的函数形式，而DEA法对具体函数形式和投入产出间的函数关系尚无要求，只需根据线性规划方法，通过构建一个处于有效前沿的、包含若干个决策单元（DMU）的效率面，即可测度出各DMU的相对效率水平，故本文选用DEA方法对中国科技成果产业化效率进行测度研究。
DEA分析被广泛应用于效率测度研究中，其中BCC模型和CCR模型是DEA分析中最为广泛应用于静态效率测度的模型。Chames等[15]提出的CCR模型适用于规模报酬不变的效率测度分析。考虑到科技成果产业化效率显然是规模可变的，故采用Banker等[16]提出的DEA-BBC模型对科技成果产业化效率进行DEA分析。此外，DEA模型的建立亦需考虑选用投入导向还是产出导向模型。结合本文视角与中国科技成果产业化发展状况来看，减少投入和减少无效产出对于科技发展是十分必要的，故选取投入导向的DEA-BCC模型探究科技金融对于科技成果产业化的静态有效性问题。据此，中国科技成果产业化效率被分解为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两部分。
    假设有个决策单元（DMU），m和s分别表示每个DMU所包括的投入指标项和产出指标项量，第j个决策单元的输入指标值为，输出指标值为，和分别表输入、输出指标所对应的权向量。第个DMU所对应的面向投入导向的BCC模型线性规划值如下所示：
st                                （1）
若存在最优解，且满足则称决策单元为DEA有效；若则称决策单元为非DEA有效，表明研究对象的效率值偏低、资源要素投入过多或成果产出不足。
2.2动态效率评价模型
Malmquist指数是于1953年由瑞典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Sten Malmquist提出，后经Fare等[17]将其与DEA分析相结合，随后广为应用于动态跨期效率的测度。Malmquist指数的表达式如下：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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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Malmquist指数可测度t-1其到t期全要素生产率变化。全要素生产率指数（TFPCH）可分解为技术效率变化指数（EFFCH）和技术进步指数（TECHCH）,而技术效率变化指数（EFFCH）可分解为纯技术效率变化指数（PECH）和规模效率变化指数（SECH）。就整体而言，当TFPCH> 1时，表明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处上升阶段，效率水平较高；反之，当TFPCH< 1时，表明全要素生产率正处于下降阶段，效率水平较低。就其分解项来说，当EFFCH> 1 时，表示DMU与最优DMU之间的差距在缩小，技术效率指数较高；当EFFCH< 1 时，则表示DMU与最优DMU之间的差距在扩大，技术效率指数偏低；而当TECHCH> 1 时，表示技术进步较快；当TECHCH< 1 时，表示技术发展处于衰退阶段。借助Malmquist指数进行动态效率分析有利于深入探究各分解指数变化之间的关联和原因。
2.3 Tobit模型
由于DEA-BCC模型测度的科技成果产业化效率结果介于0～1之间，属于截尾数据，不再适用普通最小二乘法，故本文基于科技金融视角，选用克服此类问题的Tobit回归模型进行科技成果产业化效率的影响因素分析。选用科技成果产业化效率作为因变量建立回归模型，模型表示如下：
，，                      （7）
                                                     （8）
式（7）（8）中：为因变量向量；为未知参数向量；为自变量向量；为受限因向量。
3 变量与数据
3.1  投入产出指标
进行科技成果产业化效率的DEA-BCC测度需选取合理的投入产出指标。本文基于科技金融视角，综合考虑科技金融政策的实施、科技成果产业化过程所需条件，并考虑数据的可得性和合理性，选取的投入产出指标如表1所示。
表1  科技成果产业化的投入产出指标
	目标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投入指标
	政府投入
	R&D内部经费/万元

	
	
	地方财政科技支出/万元

	
	人力投入
	R&D人员全时当量/人年

	
	高校投入
	高校课题数量/个

	
	金融市场投入
	金融中介/%

	
	创新力投入
	发明专利授权数量/个

	产出指标
	科技成果
产业化产出
	技术市场成交额/万元

	
	
	技术市场出口额/千美元

	
	
	技术市场成交合同数/个



科技成果从诞生到产业化的过程离不开政府的经费支持以及人力资本的支持；同时，科技金融的发展需要区域创新能力的繁荣作为依托，以提高科研成果产业化率为目标，强化高校科研能力，融汇社会各级资源，发挥金融中介的桥梁作用。本文借鉴Goldsmith[18]补充著录文献对于金融中介的指标界定，以金融中介规模作为金融中介指标，即全部金融机构存贷款之和（D+L）表示货币类金融资产，上市公司股票年末总市值（S）表示证券类金融资产，将全部保险机构保费收入(I)作为保障类金融资产，以(D+L+S+I)/GDP作为金融中介规模指标代表金融中介对于科技成果产业化过程投入，故选取政府、人力、高校、金融市场、创新力作为投入指标。对于产出指标，本文从盈利和世界竞争力角度对科技成果产业化效率进行考察，主要选取技术市场成交额和合同数作为代表科技成果盈利能力的指标，选取技术市场出口额作为代表国际竞争力的指标。
3.2 数据说明
本文选取中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不含西藏和港澳台地区）的科技成果产业化效率为研究对象，以其2006—2015年10年间的数据作为样本数据，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金融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和万得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Wind）数据库。
4 实证分析
4.1  全样本的科技成果产业化静态效率评价分析
本文利用DEAP 2.1软件，根据DEA-BCC模型结果和Malmquist生产率指数，分别对全样本的科技成果产业化效率进行静态和动态效率分析评价。将30个省份分为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部（东部包括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和海南；中部包括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和湖南；西部包括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和新疆；东北部包括辽宁、吉林和黑龙江。），通过DEA-BCC模型得到2006—2015年间各区域的技术效率值（TE）、纯技术效率值（PTE）和规模效率值（SE）。如表2所示，2006—2015年4个区域及全样本的科技成果产业化效率均值具有以下特征：
（1）四大区域及全样本的科技成果产业化效率均值均呈现小于1的效率不足现象，表明各区域科技成果产业化过程中均呈现要素投入过剩、产出成果不足的现状，各区域仍需提升自身产业化效率。
（2）从技术效率分解角度看，各地区技术效率与规模效率值拟合程度较高，与纯技术效率拟合程度较低，纯技术效率值普遍高于技术效率。由此可知，纯技术效率变动对全样本的科技成果产业化效率影响效果更明显。
（3）从时间维度分析各地区效率变动趋势，东部、东北部的技术效率值呈下降趋势；中部较稳定；西部在2010年前后效率值较高，总体呈倒“U”型，2015年效率值最低。
（4）对比各地区不同效率，以全样本的平均效率为标准，东部地区10年间效率值大于全样本平均值，东北部效率值与全样本平均值呈持平趋势，中、西部略低于全样本平均值，东部、东北部、西部、中部四地效率值逐次降低。可见，提高中部、西部科技成果产业化率对于提升中国整体产业化效率至关重要。
表2  2006—2015年样本整体科技成果产业化效率均值
	年份
	东部
	中部
	西部
	东北部
	全样本

	
	TE
	PTE
	SE
	TE
	PTE
	SE
	TE
	PTE
	SE
	TE
	PTE
	SE
	TE
	PTE
	SE

	2006
	0.81 
	0.99 
	0.82 
	0.50 
	0.91 
	0.52 
	0.52 
	0.93 
	0.54 
	0.65 
	0.94 
	0.67 
	0.62 
	0.95 
	0.64 

	2007
	0.81 
	0.99 
	0.82 
	0.60 
	0.93 
	0.62 
	0.62 
	0.98 
	0.62 
	0.71 
	1.00 
	0.71 
	0.69 
	0.98 
	0.70 

	2008
	0.84 
	0.95 
	0.88 
	0.48 
	0.87 
	0.53 
	0.61 
	0.96 
	0.62 
	0.66 
	0.98 
	0.66 
	0.66 
	0.94 
	0.69 

	2009
	0.78 
	0.96 
	0.81 
	0.48 
	0.91 
	0.51 
	0.52 
	0.94 
	0.55 
	0.61 
	0.99 
	0.62 
	0.61 
	0.95 
	0.64 

	2010
	0.81 
	0.95 
	0.85 
	0.48 
	0.87 
	0.54 
	0.70 
	0.93 
	0.73 
	0.66 
	0.95 
	0.68 
	0.69 
	0.93 
	0.73 

	2011
	0.79 
	0.95 
	0.83 
	0.49 
	0.88 
	0.54 
	0.62 
	0.94 
	0.65 
	0.61 
	0.99 
	0.61 
	0.65 
	0.94 
	0.68 

	2012
	0.74 
	0.94 
	0.79 
	0.46 
	0.88 
	0.51 
	0.65 
	0.95 
	0.68 
	0.54 
	0.95 
	0.57 
	0.63 
	0.93 
	0.67 

	2013
	0.73 
	0.94 
	0.78 
	0.46 
	0.87 
	0.52 
	0.70 
	0.96 
	0.72 
	0.51 
	0.93 
	0.55 
	0.64 
	0.93 
	0.68 

	2014
	0.70 
	0.93 
	0.75 
	0.45 
	0.88 
	0.51 
	0.63 
	0.94 
	0.66 
	0.41 
	0.89 
	0.47 
	0.60 
	0.92 
	0.64 

	2015
	0.72
	0.92
	0.77
	0.55
	0.91
	0.59
	0.59
	0.94
	0.62
	0.45
	0.92
	0.50
	0.61
	0.93
	0.65

	平均
	0.77 
	0.95 
	0.81 
	0.50 
	0.89 
	0.54 
	0.62 
	0.95 
	0.64 
	0.58 
	0.95 
	0.60 
	0.64 
	0.94 
	0.67 



4.2 各省份科技成果产业化静态效率评价分析
为了深入了解中国各省份科技成果产业化效率的具体情况，本文对2006—2015年间样本各省份的科技成果产业化综合效率及其分解的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进行分析评价，结果分别如表3、表4所示。分析可知：
（1）中国的科技成果产业化效率整体水平不高。样本中，仅有4个省份达到1，占全样本比例仅为13.3%，多数省份的效率值仍处于较低水平，平均综合技术效率值、规模效率和纯技术效率值均远小于1，且综合效率平均值为0.8以下的省份占比达69.7%，表明大多数省份仍呈现无效率的特征。
（2）中国科技成果产业化效率显示各区域发展差异明显。样本中，平均综合效率值为最高值的包括4个省份，即北京、上海、江苏、广东，其效率值均为1，达到科技成果产业化有效阶段；而效率最低的为广西，其效率值为0.185。故，要提高中国整体科技成果产业化效率，需着重提升广西、山西、黑龙江等地区的科技成果产业化效率。从空间分布角度来看，平均效率值为1的区域大多位于城镇化水平较高、产业升级较快的东南沿海发达省份，而效率值较低地区则多居于中、西部发展滞后地区；另一方面，各区域内部效率水平也存在较大差异，如处于京津冀地区内的河北省的各项平均效率值均远低于京、津市。可见，中国科技成果产业化发展不仅存在区域间差异较大的现象，各区域间亦存在不容忽视的效率不平衡情况。
表3  2006—2015年样本省份科技成果产业化效率均值
	省份    
	技术效率 
	纯技术效率
	规模效率
	排名

	北京
	1.000
	1.000
	1.000
	1

	天津
	0.985
	1.000
	0.985
	5

	河北
	0.464
	1.000
	0.464
	23

	山西
	0.197
	0.682
	0.284
	29

	内蒙古
	0.533
	1.000
	0.533
	19

	辽宁
	0.871
	0.950
	0.908
	7

	吉林
	0.565
	0.991
	0.569
	17

	黑龙江
	0.305
	0.923
	0.331
	27

	上海
	1.000
	1.000
	1.000
	1

	江苏
	1.000
	1.000
	1.000
	1

	浙江
	0.598
	0.680
	0.857
	16

	安徽
	0.531
	0.830
	0.635
	20

	福建
	0.624
	0.882
	0.697
	15

	江西
	0.455
	0.968
	0.467
	25

	山东
	0.712
	0.962
	0.739
	13

	河南
	0.459
	0.947
	0.484
	24

	湖北
	0.793
	0.970
	0.813
	10

	湖南
	0.535
	0.951
	0.559
	18

	广东
	1.000
	1.000
	1.000
	1

	广西
	0.185
	0.935
	0.194
	30

	海南
	0.350
	0.994
	0.351
	26

	重庆
	0.750
	0.948
	0.782
	11

	四川
	0.733
	0.873
	0.835
	12

	贵州
	0.254
	0.858
	0.294
	28

	云南
	0.526
	0.881
	0.587
	21

	陕西
	0.842
	0.970
	0.856
	9

	甘肃
	0.843
	0.982
	0.858
	8

	青海
	0.930
	1.000
	0.930
	6

	宁夏
	0.521
	0.992
	0.525
	22

	新疆
	0.641
	0.969
	0.651
	14



表4  2006—2015年样本省份综合DEA分布
	项目
	0.1～0.5
	0.5～0.8
	0.8～1
	1

	数量/个
	8
	13
	5
	4

	占比/%
	26.7
	43.0
	16.7
	13.3

	省份
	河北、河南、江西、海南、黑龙江、贵州、山西、广西
	湖北、重庆、四川、山东、新疆、浙江、吉林、海南、内蒙古、安徽、云南、宁夏
	天津、辽宁、甘肃、
陕西
	北京、上海、江苏、
广东



4.3  科技成果产业化动态效率评价分析
基于Malmquist指数进行效率评价，有助于进一步探究中国科技成果产业化过程中的长期动态发展规律。本文通过DEAP 2.1得出的全样本科技成果产业化平均全要素生产率变动趋势如图1所示，Malmquist生产率指数及其分解项分析结果如表5所示。
从图1可看出，平均全要素生产率（TFPCH）整体呈波动上升趋势。其中，在2008—2009年间，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TFPCH达到最低点0.85；2009—2010年全要素生产率上升，达到最高点1.15；2010年以后各项效率变动趋势较为平稳，效率值稳定于1以上的水平。另一方面，全要素生产率变动曲线与技术效率变动曲线拟合度较高，说明中国科技成果产业化受技术变动的影响较大。
图1改正：1.补充纵坐标轴标目“生产率指数”，且坐标轴上小数统一保留小数点后位数。2.补充横坐标轴标目“年份”，且坐标轴上年份间用一字线“—”而非短横线连接。

图1  2006—2015 年全样本科技成果产业化平均效率Malmquist指数及分解项


由表5可知，样本中多于50%的省份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大于1，吉林省的全要素生产率指数最低为0.912，全样本的平均全要素生产率变动及其分解项变动均大于1；各地区技术进步变动相对于技术效率变动与全要素生产率变动协调度更高，技术进步变动对于全要素生产率影响力更强。虽然技术效率变化对全要素生产率变动影响较弱，但通过考量其分解项对其影响可知，相比于纯技术效率变动，规模效率变动是影响技术效率变化的主要原因。由此得出提升各地全要素生产率的关键是在维持技术进步的同时注重整合资源和加强区域间互动，提高规模效率值。
表5  2006—2015 年样本省份科技成果产业化Malmquist指数均值
	省份
	技术效率变化
	技术进步变动
	纯技术效率变动
	规模效率变动
	全要素生产率变动

	北京
	1.000 
	1.113 
	1.000 
	1.000 
	1.113 

	天津
	0.981 
	0.943 
	1.000 
	0.981 
	0.925 

	河北
	1.061 
	1.003 
	1.000 
	1.061 
	1.065 

	山西
	1.042 
	1.054 
	1.030 
	1.013 
	1.096 

	内蒙古
	1.029 
	1.011 
	1.000 
	1.029 
	1.043 

	辽宁
	0.964 
	1.020 
	0.986 
	0.975 
	0.982 

	吉林
	0.954 
	0.961 
	0.994 
	0.959 
	0.912 

	黑龙江
	1.009 
	1.064 
	0.997 
	1.006 
	1.072 

	上海
	1.000 
	0.998 
	1.000 
	1.000 
	0.998 

	江苏
	1.000 
	1.072 
	1.000 
	1.000 
	1.072 

	浙江
	1.000 
	1.036 
	1.000 
	1.000 
	1.036 

	安徽
	1.024 
	0.957 
	1.006 
	1.015 
	0.981 

	福建
	1.003 
	0.950 
	0.996 
	1.005 
	0.954 

	江西
	1.005 
	0.975 
	1.000 
	1.003 
	0.987 

	山东
	1.009 
	1.066 
	1.000 
	1.008 
	1.060 

	河南
	1.050 
	0.973 
	0.992 
	1.062 
	1.018 

	湖北
	0.985 
	1.084 
	0.996 
	0.987 
	1.071 

	湖南
	0.926 
	1.002 
	0.988 
	0.936 
	0.921 

	广东
	1.000 
	1.057 
	1.000 
	1.000 
	1.057 

	广西
	1.041 
	1.032 
	0.998 
	1.039 
	1.050 

	海南
	1.042 
	1.013 
	0.997 
	1.047 
	1.050 

	重庆
	1.003 
	1.038 
	1.000 
	1.003 
	1.041 

	四川
	0.998 
	1.012 
	1.000 
	0.997 
	1.009 

	贵州
	1.006 
	0.991 
	1.012 
	0.992 
	0.992 

	云南
	0.946 
	0.963 
	0.989 
	0.951 
	0.915 

	陕西
	1.023 
	1.062 
	1.001 
	1.016 
	1.072 

	甘肃
	1.046 
	0.959 
	0.994 
	1.050 
	0.997 

	青海
	1.014 
	1.029 
	1.000 
	1.014 
	1.048 

	宁夏
	1.198 
	0.927 
	1.000 
	1.198 
	1.074 

	新疆
	1.035
	0.887
	1.000
	1.035
	0.948

	均值
	1.013 
	1.008 
	0.999 
	1.013 
	1.019 



为进一步研究技术效率变化和技术进步变化动态变动情况，以技术效率变化（EFFCH）为垂直方向坐标，以规模效率变化（TECHCH）为水平方向坐标，建立如图2所示坐标系，并以系数1为横纵坐标的界限，其中：A区域内各省份科技成果产业化EFFCH和TECHCH均大于1，表明该地区科技成果产业化率较高，资源得以合理配置；B区域内各省份的EFFCH小于1、TECHCH大于1，表明这些地区虽然科技成果产业化过程中生产技术效率有所提升，但资源并没有得到合理配置；C区域内各省份的EFFCH和TECHCH均小于1，表明这些地区的科技成果产业化进程中不仅生产技术发展滞后，资源配置效率也较低；D区域内各省份的EFFCH大于1、TECHCH小于1，表明这些地区的科技成果产业化过程中资源配置效果较好，而技术进步发展较慢。由图2可得，位于A区域的省份占比最高，包括北京、山东、广东、浙江、上海和四川等15个省份，这些地区处于科技成果产业化规模效率变化和技术效率变化均大于全样本平均水平，资源配置效率较高，技术进步水平处于前列；B区域内辽宁、河北、河南3个省份的科技进步水平较高，但资源配置效率滞后于科技进步的发展，例如河北的科技发展能力虽处于前列，但资源配置效率略低于A区域内的省份，此时需着重提升资源配置效率；C区域内的省份包括天津、吉林、云南，其资源配置效率和科技进步状况整体落后于其他省份，需全面提升各区域内的科技竞争力和资源配置能力；最后，宁夏、新疆、贵州、江西等西部省份多居于D区域内，表明西部大部分省份虽然资源配置效率较高，但其仍需注入新的科技活力，以科技进步带动科技成果产业化效率的提升。

[image: ]
注：样本省份名称均以拼音缩写列式，如山西为SX
图2  2006—2015 年样本省份平均动态科技成果产业化效率分布
5 科技成果产业化效率影响因素分析
为更加深入分析影响中国科技成果产业化效率的原因，为提高产业化效率提出更加科学、有效的建议，本文参考中国近年来积极推进科技金融政策的发展特点，借鉴前人对科技成果产业化影响因素的研究分析，针对科技成果产业化效率的影响因素提出以下几点假设：
假设1：政府支持力度（Gov）与科技成果产业化效率正相关。
政府支持力度体现了国家为践行科技金融政策的投入力度，同时政府在中国产业发展中扮演者引导者的角色，通过颁布和实施各项政策法案间接引导着各层级社会部门积极配合提升科技创新效率，为实体经济服务的工作，并且通过直接经济投入、人力投入等提高科技成果产业化效率。本文选取科技支出占政府财政总支出的比重作为政府支持力度的代理变量。
假设2：科技人员素质（Tel）与科技成果产业化效率正相关。
科技人力资本的素质是决定科技成果产业化效率高低的重要因素之一。科技人员数量越多、人员素质越高，开展科研工作过程越顺利、科技成果转化为产品的效率越高。本文选取科技从业人员全时当量作为科技人员素质的代理变量。
假设3：高校科研能力（Edu）与科技成果产业化效率正相关。
各省份高校的科研能力是该地区科技成果产出的重要来源之一。一般来说，高校越聚集、承担科研项目数越多，高校的科研能力越强，该地区的整体科研水平越高，有助于当地整体科技竞争力的提升。本文用高校科研项目数代表当地的高校科研能力。
假设4：科技创新能力（Inov）与科技成果产业化效率正相关。
当地创新能力反映了科技产业内科技产出成果的水平，代表了中国践行科技金融政策的初步成果。在科技成果产业化过程中，创新度的提升是决定技术开发、技术转化效率的关键。本文选用专利授权数表示当地的科技创新能力。
假设5：金融中介发展水平（Finance）与科技成果产业化效率正相关。
金融中介在科技成果为实体经济服务的过程中担任着媒介的作用。中国科技金融政策的实施大多通过国有银行来实施，同时资本市场为科技企业投融资渠道。本文以Goldsmith[19]补著录文献提出的金融中介规模指数作为金融中介指标，即全部金融机构存贷款之和（D+L）表示货币类金融资产，上市公司股票年末总市值（S）表示证券类金融资产，全部保险机构保费收入(I)作为保障类金融资产，据此将金融中介发展水平定义为(D+L+S+I)/GDP。
假设6：科技企业规模（Entp）与科技成果产业化效率正相关。
科技企业规模是科技企业整体实力的体现，不仅反映了科技企业的科研能力，也担任了科技成果转化载体的责任。大规模的科技企业往往可以为创新活动提供广大的资源平台，还可以负责产品的推广。本文选用规模以上高新企业数代表科技企业规模。
根据以上分析，本文选取DEA-BCC综合效率结果为因变量，以上影响因素为自变量建立Tobit回归分析模型,通过Stata得出结果如表6所示。
表6  2006—2015 年样本省份科技成果产业化效率影响因素的Tobit回归结果
	影响因素
	系数
	标准误
	P值

	Gov
	14.683***
	3.18
	0.000

	Tel
	-0.459**
	0.205
	0.026

	Edu
	0.279
	0.292
	0.338

	Inov
	0.080**
	0.032
	0.013

	Finance
	0.065**
	0.029
	0.026

	Entp
	0.018
	0.018
	0.314

	
	0.144
	0.135
	0.289

	Loglikelihood
	-106.553

	Pseudo R2
	0.338


注：***、**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统计水平下显著

通过Tobit回归结果可以得到：
（1）政府支持力度（Gov）与科技成果产业化效率显著正相关，相关系数为14.683且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表明政府投资力度越大，越有助于提高科技成果产业化效率。这也与中国政府极力推进创新驱动的政策相关。相对于金融支持和企业支持，政府部门基于政策导向的引导支持更加稳定、规避风险能力更强，其雄厚的资本和强大的规模经济效应使其成为支撑科技成果转化的决定性要素。
（2）科技人员素质（Tel）本身是影响为科技成果向实体产出转化的重要因素，但根据回归结果却发现，科技人员素质与科技成果产业化效率呈负相关，说明科技人力资本的投入并未有效促进科技成果产业化效率的提升，反而有轻微抑制作用。故各省份应着重提高科技人员素质，同时提高人力资本的管理能力，使高素质人才充分发挥其科研能力。
（3）科技创新能力（Inov）的回归系数为0.08，通过了5%的显著性检验。科技创新能力作为中国科技进步发展的动力，一方面为中国的科学研究注入了活力，另一方面也在科技成果转化过程提供了技术支持，发挥科技创新能力是科技成果转化的关键。
（4）金融中介发展水平（Finance）与科技成果产业化效率也是紧密正相关的。科技成果的产生和转化过程需要金融机构的长期支持，资本市场为科学实验和研发过程提供了融资，保险业的发展也为风险性高的科研活动提供了有力的经济保障，较为成熟的金融中介担任着政府支持科技发展过程的重要媒介角色。
（3）高校科研能力（Edu）和科技企业规模（Entp）的回归结果并不显著，它们对科技成果产业化的影响还有待进一步考证。此外，高校影响力较弱的原因可能在于高校科研相对独立，与其他部门关联并不紧密；而由于科技企业的营运风险性较高、大型科技企业较少的原因，企业对于科技成果产业化效率的影响亦不理想。
6 结论
本文通过投入导向的BCC-DEA模型和Malmquist生产率指数对中国30个省份的科技成果产业化效率进行了静态和动态的全面效率分析，基于科技金融视角建立Tobit回归模型并检验了影响科技成果产业化效率的各项因素的显著性，得出结论如下：
（1）中国科技成果产业化效率亟待提升。全样本的科技成果产业化效率不高，普遍存在资源要素投入过多而产出不足的情况；从综合效率分解角度出发，相比于纯技术效率，规模效率与综合效率拟合程度较高，其对科技成果产业化效率的影响力更强，因此应着重提高规模效率；从各地区效率差异角度出发，东部科技成果产业化效率明显高于其他区域，西部、东部两地区低于全样本效率均值，四大区域总体呈现东部、东北部、西部、中部四地效率值逐步递减的趋势。 
（2）各省份科技成果产业化效率发展水平差异较大。北京、上海、江苏、广东4个省市的静态效率分析结果均达到1，但河南、贵州、黑龙江等省份的效率值却不足0.5，各省份间发展速度差距较大。通过动态Mulmquist指数分解项可看出，各省份科技成果产业化效率受制约的原因不同，如辽宁、河南等省份的科技发展水平较高，但其资源并没有得到合理配置，造成了资源浪费的现象；新疆、宁夏的资源配置效率较高，却因科技发展滞后的原因全要素效率并不高，应加大科技投入，促进其科技产业发展。
（3）政府支持力度、科技人员素质、金融中介发展水平和科技创新能力4个变量对科技成果产业化效率具有显著影响，其中政府、创新力、金融中介3项与科技成果产业化效率正相关，科技人员素质却呈负相关，而高校创新能力和科技企业规模对科技成果产业化效率的影响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7 建议
根据以上研究结论，本文提出相关对策建议如下：
（1）四大区域发挥自身产业优势，合理配置区域内资源，建立区域间资源流通渠道。东、中、西、东北部科技成果产业化效率存在明显差异，北上广等地科技发展水平和资源配置效果均远高于部分落后地区，因此“有点无面”是制约中国科技成果产业化效率不足的一大瓶颈问题。各地应结合自身产业优势，恰当运用本地资源提升产业化效率。如东北部的重工业区应在坚持自身工业区定位的同时，为基础产业注入科技活力，由点及面推广科技创新覆盖面，实现落后地区高质化发展。
（2）完善科技计划管理体制，把握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比例。中国存在部分地区科技发展滞后、资源配置不合理的现象，要提高资源使用率，需要以战略性眼光合理地进行科技财力资源配置。要在学术创新、科技人才引进和培养、创新活动活跃程度、创新成果数量、吸引或鼓励更多的社会资金投入科技活动等方面加大政策力度，同时兼顾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比例关系，坚持科技创新服务实体经济的目标，提高成果产出并将之有效转化为生产力。
（3）坚持政府引导，建立科技金融各部门协调平台。根据Tobit回归结果，政府实力是提高科技成果产业化效率的决定性因素，科技人员素质、金融中介发展水平和科技创新能力的影响也不容忽视，建议政府制定具有针对性的相关政策，引导提高科技金融政策活跃度，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同时，资本市场的建设应秉承系统性、长期性的策略，不断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强化科技保险的风险保障制度，为科技产业发展及科技成果转化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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